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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要加强血站管理，严厉打击非法采血，要高度重视艾滋病医源性感染问题，彻底杜

绝因采供血传播艾滋病。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二十一世纪初期，《纽约时报》上一系列的文章第一次让世界关注中国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在河南

及其他一些省份，不安全的血液采集方法使得上千的村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那时起，尽管中国

中央政府不断努力打击非法卖血，但地方的血站和医院继续参与非法的血液采集活动。在全国范围

内，病人到医院接受常见的手术，都可能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 
 
但是，这些状况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有类似的灾难，并一直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这份报告探讨了他们的错误，以及解决问题的做法，并提出一些建议，使中国能够借鉴世界

的经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受污染的血液供应感染艾滋病

毒。人们非常愤怒，因为这些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这些血液供应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最

初通过国家的司法系统寻求正义和赔偿。受害者在这些国家里提起了数以千计的案件，但诉讼却拖

延多年。尽管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件胜诉，但在很多国家里，诉讼的结果令人沮丧。不仅一些

感染者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死亡，即使官司获胜，他们还要拿出一大部分赔偿金来支付律师费。大

量的诉讼成为政府和法院沉重的负担。而中国也正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大多数国家最终对血液丑闻做出回应，进行公开调查。他们建立国家赔偿基金。同时，还逐步对全

国的血液供应进行集中管理和规范。这三个措施——调查、赔偿和管理——是相互促进的：从九十

年代中期起，此处所讨论的这些国家没有发生一起血液丑闻。 
 
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使得一些在别处有效的解决方式未必适合中国。但这个总的模式

——调查，赔偿，整顿血液供应，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框架。这份报告研究了美国、日本、法

国和加拿大的血液丑闻，将它们的经历与中国做比较，思考国际人权法提供的指导，为今后工作提

出建议。 
 
但是我们强调，开展全面的调查以及对血液管理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是非常耗时的。我们

迫切需要设立一项赔偿基金，这既不应该是一个前提，也不是一个条件。今天艾滋病感染

者亟需医疗和经济援助，进一步推迟建立赔偿基金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尽管最惨烈的血液供应污染灾难发生在过去，但对未来的威胁却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对血液和血制

品的需求将会增加。随着需求增加，经济利益将会诱使医院向非法的地下卖血者买血。这反过来又

会加剧艾滋病的流行，这种疾病的传播从来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消除中国血液供应存在的威胁，

改变过去错误的做法，不仅对于这场灾难的受害者，甚至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的安全来说，都是

迫在眉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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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国际援助：本报告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中国寻求并接受国际技术和财政援助，以解决其持续的血

液安全问题，同时给予受害者赔偿。中国专家，以及具有血液供应污染相关处理经验的国际专家，

应该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对中国的问题进行评估，并设计解决方案。 
 
以下的建议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考虑，即中国与其国际伙伴大力开展合作。 
 
控制血液供应：中国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监管制度，规范国家血液供应。目前，中国出台了一

套由地方进行自主管理的鉴定制度，防止频繁献血或身体状况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参加献血。对血

液进行跟踪，发现被污染的血液就要及时移除。我们建议，在全国的血液供应管理中应用这种血液

跟踪监测手段。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各国政府，还有国际血友病和艾滋病组织，应该

继续保有或发起新的项目，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完善其血液安全系统。 
 
中国的血站以及其他与供血相关的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促进信息交流，以确保更统

一适用的政府政策。 
 
赔偿：中国国务院艾滋病性病防治协调委员会应该设立一项国家赔偿基金，为那些通过卖血和输血

直接或间接感染艾滋病的人提供赔偿（间接受害者是指那些经由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的配偶或父母

而间接感染艾滋病的人）。这项基金应提供： 
 

• 每月生活补贴 
• 若家庭主要劳动力因艾滋病及相关疾病去世，对该家庭提供支持 
• 支付丧葬费 
• 提供心理咨询 
• 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提供教育费用 

 
该基金应该是对现有政府对受艾滋病影响家庭援助政策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通过基金接受赔偿的

当事人，应承诺放弃起诉权。 
 
赔偿方案应该有一个广阔的覆盖面，以保证公平，同时对于政府来说，资金的使用也应该是有效率

的。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有资格接受赔偿的受害者进行界定，从长远来看是经济的，因为建立

一套资格审查制度要耗费昂贵的行政成本。（建立赔偿基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确定哪

些人有资格接受赔偿。倘若政府建立一套鉴定制度，它需要招募工作人员，建立一整套工作体制，

从长远来讲，这种做法耗费的成本非常大。） 
 
诉诸法律：司法部应立即让全国的法院受理输血感染艾滋的诉讼。如果受害者选择不接受国家赔偿

基金的赔偿，那么他/她应该保有提起诉讼、并适时审理的权利。此外，尽管赔偿基金可能会免除

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的法律应该使私人部门接受诉讼。 
 
评估：为了评估中国的血液供应中存在的问题，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应该考虑在北京召开一次

国际会议，讨论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国际经验对中国有怎样的帮助。与会者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卫

生部提供帮助，对国内因输血和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进行一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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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由于中国继续限制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和运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应当为中国艾

滋病和血友病组织争取赔偿的努力提供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应建立一个国内团体协会，使这

些组织在联合国的庇护之下进行倡导。 
 
一些国家曾发生过血液供应受污染事件，其艾滋病及血友病组织具有相关的处理经验，他们也应该

为中国同行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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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国际艾滋病血液丑闻 

 
 
Country 

 
Number of 
victims 
 

 
国家 

 
受害者人数 
 

 
China 

 
69,000 

 

 
中国 

 
69,000 

 
 
United States 

 
11,384 

 

 
美国 

 
11,384 

 
 
France 

 
6,000 
 

 
法国 

 
6,000 
 

 
Germany 

 
3,000 

 

 
德国 

 
3,000 

 
 
Japan 

 
2,000 
 

 
日本 

 
2,000 
 

 
Mexico 

 
1,844 
 

 
墨西哥 

 
1,844 
 

 
Canada 

 
1,400 
 

 
加拿大 

 
1,400 
 

 
UK 

 
1,341 

 

 
英国 

 
1,341 

 
 
Libya 

 
426 

 

 
利比亚 

 
426 

 
 
Australia 

 
206 

 

 
澳大利亚 

 
206 

 
 
Netherlands 

 
320 

 

 
荷兰 

 
320 

 
 
Kazakhstan 

 
100 

 

 
哈萨克斯坦 

 
100 

 
 
Iran 

 
70 

 

 
伊朗 

 
70 

 
 
Tunisia 

 
64 

 

 
突尼斯 

 
64 

 
 
Morocco 

 
36 

 

 
摩洛哥 

 
36 

 
 
Saudi Arabia 

 
35 

 

 
沙特阿拉伯 

 
35 

 
 
Iraq 

 
34 

 

 
伊拉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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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血液丑闻 
 
本报告关注最著名的血液传播艾滋病案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

日本、法国和加拿大（参看表一）。1 发生大规模的艾滋病传播，其原因因国而异，但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新近出现的艾滋病病毒对欠完善的血液安全系统构成了威胁。正如一位学者指出，这

十年是 
 

非凡的科学时代和流行病学动荡的时期。在这短短的十年中，医生发现并报告了第

一例（艾滋病），科学家开发出在血液中检测艾滋病毒的方法，实验室也完善了对

血浆进行热处理，灭活艾滋病毒的方法。上述的每一个事件都受到科学和政策不确

定性的影响。2 
 

时代在考验我们，呈现的图景也不都是美好的：以下所讨论的每个国家，政府都作出了拙劣的决策，

促使血液传播艾滋病加剧。尽管私人公司参与其中并常常为这些灾难负责，但政府在血液供应的收

集、分配和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这里所讨论的血液传播艾滋病案件中，政府应承担大

部分责任。 
 
为了理解这些血液灾难的背景，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血液的供应、分配和输送。 
 
二十世纪早期医院就开始间或给病人输血，但治疗效果不明显。3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科学

家已经能够解决之前困扰输血的技术问题，包括减少致命的细菌感染，避免输血可能引发的致命的

免疫系统反应。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输血是相当安全的。4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随着科学进

步，血液成为挽救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有力手段。 
 
特别是能够利用离心技术，从全血中分离血浆和血清，使医生能够制造浓缩的“血制品”，输给慢性

贫血症患者。这些因子由于具有能够使血液凝结的特性而显得特别重要。1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

血友病患者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血友病患者的寿命延长了一倍。5 我们在展

开讨论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血友病患者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血液制品的依赖，产生了一

个利润丰厚的国际血制品市场；而且，血制品受到污染，对血友病患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一些国

家，血友病患者在要求赔偿的草根运动中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着科学家不断完善对血液的认识，血友病患者及医源性用血对血制品的需求开始吸引医药公司介

入。这些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开始对政府如何规范血液施加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

国家对盈利性采集全血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要么制定全国性的全血采集计划，要么把采血移交给

非盈利的组织管理，比如红十字会。但是，从历史上看，血液制品的生产与全血不同，总体上属于

私人的盈利部门。 
 
也许由于早期对高利润的血液制品行业缺乏监管，在国际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事件中，是血液制品的

使用而不是全血起着核心作用（尽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例子中，全血起了重要作用）。血液制品

——特别是血液制品的买卖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的艾滋病传播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因此，

简单解释一下血液制品的采集过程是有帮助的。 
 

1Our definition of the term whole blood includes certain components of blood such as, for example, red blood cells. 
Blood products, which require more sophisticated processing, include plasma, the liquid serum of blood, and 
proteins..  



   
亚洲促进会：他山之石  7 

                                                

医院将全血输给那些由于事故或手术造成大量失血的人。血液制品，或者说是血浆，要经过这样一

个采集过程，即全血流经离心机，将成分血分馏出来。因为单个献血者的血液只能产生价值非常有

限的血液制品，所以采血者常常将多个献血者的血液汇集在一起再进行分馏。  
 
这一过程使得血液制品存在受病原体污染的危险。如果事先不对血液进行严格的检测，只要一个人

的血液携有艾滋病毒，那么血液的汇集过程则会让成百上千个单位的血液制品受到污染。有些地区

的做法使得这种危险加剧，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血站用离心机分馏出血浆后，将剩

余的红血球重新输回献血者体内。这减少了献血者贫血的可能性，使他们很快地能再次献血。 
 
在一些国家，很多人是由于输用血液制品，而不是全血感染了艾滋病毒。血友病患者依靠不断输用

血液制品来维持生命，因此，他们一生都要面对受污染的血液制品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现在按时间顺序来看一下美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

然后再看一下，面对着与中国类似的问题，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a. 美国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就预警了即将发生的供血灾难。2 1982年7月16日，美国的报道披

露，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正在侵袭血友病人，而他们正是输血的主要人群。6 
 
本报告不深入讨论发现血液中存在艾滋病病毒之后，美国政府及各种私人机构的反应。不过，学者

们认为，美国血液供应受到污染主要归因于艾滋病流行初期的血液政策。尤其是当有证据表明应该

将一些危险群体（如男男性行为者及注射吸毒者，他们构成献血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排除出献血

者的范围时，政府官员及私人公司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献血者中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这表现在大多数人通过输用全血而不是

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如上所述，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受害者是通过血液制品，

并非全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在日本，只有少数人由于输全血感染艾滋病。8 但是在美国，1995年以

前至少有7659个非血友病人由于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而1981-1994年间通过血液制品感染的血友病

感染者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9 1995年以前，美国共有11384人由于供血污染而感染艾滋病，是当

时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供血污染随后给其他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血液和血液制

品出口国，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液散布全球。这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成为全球受污

染血液供应的根源。10 
 
虽然美国的一些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感染者声称他们受害于企业贪婪的本性，但在这里所讨论的四个

国家中，美国的血液传播艾滋病事件公司的直接参与最少。11 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因为国家政府

 
2 Since at least the 1970s, scholars have debated whether blood systems that operated partly for-profit and partly not-for-profit 
could safely and efficiently satisfy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blood. In particular, there was concern that the for-profit facets of 
the blood supply industry would inevitably drive the non-profit elements of blood collection into the more risky, 
less-civic-minded nature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ee e.g., Trebilcock et al.,“Do Institutions Matter?,” 1413-1415).  
Furthermore, around this tim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stressed about the rapidly 
rising prevalence of hepatitis in the blood supply (Starr, Blood, 225-229).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gan warning about 
the dangers of poor sanitation in the commercial plasma trade in 1975 (Patricia Volkow et al., “Transfusion-associated HIV 
infection in Mexico related to paid blood don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D & AIDS 15 (2004): 33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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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及时听取疾控中心的建议保护血液供应。美国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艾滋

病灾难：多年来，尽管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艾滋病，美国总统却拒绝正视或公开谈论艾滋病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行动过于缓慢，一份有影响的报告支持了这一观点。12 这份报告是由政府委

托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的，该报告“不重点在道德层面上讲腐败和贪婪的问题，而是强调制度上的

不足。 在证据逐渐浮现的时候，我国本应该更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 13 美国医学研究所发现，

美国的血液管理系统是混乱的二并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本该预期到，鉴于肝炎的流行，其他病毒也

可能使血液供应处于危险境地。由于各种原因，美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的血液供应，加速

了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 
 
然而，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尽力减少失误，有一点仍然值得注意，那就是大多数由于血液供应而发生

的感染出现在科学家了解和确定这种疾病之前。14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官员在这一事件中犯有

过失或疏忽。正如Donald Starr所说 
 

在艾滋病流行的每一阶段——从公开揭露艾滋病与血液供应的关系，到实施延期献血计

划（指身体不健康者一段时间或永远不参加献血），再到对血浆产品进行病毒灭活和使

用ELISA 检测，美国的反应比任何国家都要迅速…… 
 
但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至少有一万名血友病患者和一万两千名输血者感染。我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的血液管理部门不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15 
 
1983年，美国通过一项献血者自我排除的方案（指HIV高危感染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和吸毒者，自

愿地不参加献血），大大减少了艾滋病经由献血途径而传播。1984年，美国公开承认在血液供应中发现

艾滋病毒，并且承诺开发血液检测，让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1985年，美国红十字会成功地为献血者

做血液检测。16 
 
但是，在赔偿方面，美国的行动却没有那么迅速和有效，我们稍候再作讨论。而且，美国对血液供

应的管理不够迅速和强劲，导致被污染的血液销往其他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b. 日本 
 
一旦美国的血液供应受到污染，它就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的血液供应。国内政治以及商业利益也开始

发挥作用，使艾滋疫情蔓延。日本私人公司在血液制品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艾滋病传

播产生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八十年代中期，受污染的血液制品使2000名血友病人感染

了艾滋病毒，几乎是当时日本血友病人总数的一半。17 面对血液制品中出现艾滋病毒的情况，日

本的反应如此缓慢，以致最终一些政府官员被刑事起诉。 
 
与美国相比，在国内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之后的十年里，日本几乎没有人是由于输用感染艾滋病毒的

血液而感染的。18 但是，日本从他国进口的血液制品（主要是美国）则严重受污染。日本不仅没

有及时对血液制品进行检测，而且放任经销受污染血液制品，日本所做的规范管理工作比本报告所

讨论的其他国家要少。此外，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血液供应受到污染，但日本政府官员并没有

承认或公开血友病人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 
 
更糟的是，日本政府官员直接牵连进血液供应污染事件。一些政府官员进入医药公司并担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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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府和它所监管的公司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19 美国研制出了热处理技术，但在美

国成功推出这项技术二十个月之后，日本并没有及时采用这项技术。和之后法国的情况一样，日本

福利部的官员因此被起诉。当时日本国内的医药公司试图开发类似的技术，很显然，此举是为了保

护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这些成为指控Takeshi Abe20 犯有谋杀罪的根据，他是日本最著名的血友

病医生和高级卫生政策顾问。21 
 
在八十年代早期，Abe是日本高级血液政策顾问，他还是福利部血液政策委员会的负责人。早在1983
年，美国百特医疗保健公司就要求加快审批其在日本经销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的申请。绿十字是

日本一家医药公司，也是日本主要的血液制品生产商。该公司当时也在开发类似的技术，并把美国

的巴氏杀菌法视作其经济威胁。22   
 
Abe和他的委员会拒绝了百特公司要求加快审批的申请，而且要求百特公司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

办理为期两年的审批手续。23 在处理百特的申请的同时，绿十字也开发类似的热处理血液制品。

尽管百特公司在1985年7月就开始申请，比绿十字要早一年多，但这两个公司的热处理血液制品同

时得到批准。很多（就算不是大部分）日本血友病患者在等待百特公司和绿十字的申请获得批准期

间，由于输用不安全的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24 
 
糟糕的是，即使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已经获得批准，绿十字仍继续销售未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

事实上，直到1987年绿十字才被发现仍在销售未经热处理的血液制品，而日本在1986年二月就已经

批准使用新的热处理血液制品。当然，这一批准为时过晚。美国和法国分别在1984和1985年的10
月就已经通过热处理凝血因子的审批。25 推迟批准热处理血液制品的使用，使热处理血液制品的

推广延期，对日本的血友病患者来说是一场灾难。 
 
日本血液丑闻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医疗保险制度的经济刺激。在日本，每个公民都加入到医疗保

险体系中来。患者在医疗机构看病后，只需支付个人应负担的金额，其他部分由国家以费用补贴的

形式付给医疗机构。26 在日本，把药品卖给病人是医生重要的补充收入来源。医生给病人开药，

然后政府给医生提供药费补贴。政府根据一套收费表来确定补贴的利率，如果医生以折扣价买进药

品，就可能从补贴中获利。因此，日本的保险补贴政策刺激医生为了获利而多开进口的血液制品，

因为血液制品的价格低于保险报销规定的收费价格。27 
 
一开始，日本卫生部拒绝承担责任，并且还隐瞒重要的文件。但是选举使一些开明的官员上台，他

们没有参与实施之前的血液供应政策。日本新任的卫生部长开始迅速而有效地处理这场危机。当局

开展了全面的调查，并且起诉高级卫生官员，其中两人被判有罪。日本给血液丑闻的受害者制定了

一个覆盖面广，待遇优厚的赔偿计划，下面也将会进行讨论。 
 
c. 法国 
 
法国的血液丑闻，既像美国一样有着制度缺陷，但面对危机迅速采取行动，也像日本一样存在政府

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问题。 
 
总共至少有1783名血友病患者和多达6000人由于法国的血液供应而直接感染艾滋病毒。28 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法国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由国家控制血液行业，但国内的血液供应越来越不能

满足需求。但是，法国不愿进口美国的血液制品（美国血液制品的HIV及肝炎病毒感染率较高），

也不愿承认美国科学家已经研发出更为先进的热处理方法。法国的决策者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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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独立于国际市场的全国血液供应系统。这些决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为了增加献血者的数量，法国决策者选择将囚犯纳入了献血者的范畴，而从艾滋病传播的角

度来讲，他们属于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尽管囚犯献的血只占总献血量的一小部分，但感染了

HIV病毒的血液也会通过血液分馏过程广泛传播。和美国一样，法国并没有及时将男男性行为者从

献血者中排除。29 
 
第二，法国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采取最先进的血液安全技术，从而无法避免艾滋病传播。和日本一

样，一些法国官员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没有采用先进的血液安全技术，他们随后即被起诉。官员

们为了保护国内医药公司的利益，推迟采用这些本来能够挽救生命的技术。30而法国的公司、研究

人员和政府官员也和日本一样，都急于发展自己的热处理技术，而不是采用美国的技术。同时，在

新的血液制品处理技术开发出来之后，法国官员也继续销售那些未经处理的血液制品。31 
 
法国委托卫生事务部的总检察长Michel Lucas主持开展调查。他认为“延误对库存血液进行热处理

以杀死艾滋病毒，不采用新的检测手段对献血者进行筛查”，使得法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病毒的威胁。
32 
 
这导致了对高级卫生官员的起诉。1992年，由于在把受污染的血液制品分销给血友病患者的行为中

失职，巴黎上诉法院判定Michael Garretta（国家输血中心(CNTS)前主任），Jean-Pierre Allain（国

家输血中心前科学主任)，Jacque Roux （前卫生部主任）有罪。33 Garretta 和Allain分别被判处4
年和2年的有期徒刑，而Roux则缓刑判决。34 1999年，前总理Laurent Fabius，前卫生部长和前社会

事务部长都洗清了过失杀人的罪名。35 
 
 
d. 加拿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日本和法国发生血液传播艾滋病事件几年之后，加拿大有900—1400
人因为输用血制品、全血和和成份血而感染艾滋病毒。36 当时加拿大红十字会管理着全国血液供

应，针对随后发生的公共丑闻的大部分指责都指向了红十字会。 
 
加拿大发生输血感染的原因和其他国家类似。和其他国家一样，在面对证据显示艾滋疫情正在蔓延

的时候，加拿大并没有及时修订血液政策。37 加拿大没有积极采用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建议；随后

Krever委员提交的报告将加拿大红十字会的安全措施描述为“无效的和不尽心的”。38 当其他国家

开始积极地对血液供应进行检测的时候，加拿大并没有这么做，从而无法避免一场由血液制品造成

的感染。39 这些问题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加拿大没有对血液采集的管理采取联邦调控，创造一个积

极的中央管理系统；反之，责任分摊到了各省头上。40 加拿大还从美国采购血液和血浆，采集监

狱人口的血液，尽管当时卫生局知道这些血液和血浆是非常危险的。41 
 
加拿大红十字会还令人费解地延迟采用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甚至在热处理技术已经研

发出来之后，红十字会仍继续经销未经处理的血浆。最终，尽管手中有更为安全的血液制

品 ，但红十字会分销了超过一千一百万份未经热处理的凝血因子。42 
 
1989年，加拿大政府给血友病患者提供赔偿，但多年以来，加拿大卫生官员抵制公众开展独立调查

的要求。43 然而，受害者团体持续有组织的提起诉讼，同时红十字会的行为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促使加拿大政府开展深入调查。加拿大政府委托安大略上诉法院的大法官Horace Krever 进行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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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1995年发表了初步的调查报告，1997年最终报告提交给下议院。44 
 
Krever法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他决定听取受害者的陈述。他写道： 
 
 

早在调查之初，我就答应过，要听取那些由于输用受污染的成份血或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

或乙肝的人的陈述，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希望和我分享他们的经验。这些人很多病

情已经非常严重。为了听取他们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意见，1994年2月到11月在每个省都召开

了第一阶段的听证会，除了爱德华王子岛省（Prince EdwardIsland），该省的听证会在哈利

法克斯（Halifax）举办。 
 
除了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参加第一阶段听证会的还包括地方红十字会的雇员，省政府官

员，社区代表和与艾滋病相关的组织。在这一阶段的公开听证会中有315名证人出庭作证。 
 
渥太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Michael Orsini 把这称为“该调查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而且还指出 

 
我认为，允许这些人向法官和公众陈述，是至关重要的。45 
 

Krever法官另外还召开了两次公共听证会。总共有474人在听证会上发言，同时委员会还收集了89

份艾滋感染者及相关组织提交的书面报告。此外，委员会还设立了免费的热线电话，接听了全国300

多人打来的电话。 
 
Krever委员会的调查可能是此处讨论的这些国家中最全面深入的调查，委员会最终发表了一份三卷

的调查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Krever 委员会调查所获得的证据逐渐曝光，公众开始了激

烈的谴责。加拿大红十字会和医药公司被起诉，他们向最高法院上诉，试图阻止Krever委员会发表

报告，但最终没有成功。46 
 
Krever 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之后，由于公众的压力，这场悲剧“被遗忘的受害者”——感染了乙肝

的受害者，获得了可观的赔偿。47 
 
对于销售受污染的血液制品，违反加拿大相关的食品药品法律的指控，加拿大红十字会认罪。48 除

了5000美元的罚款，红十字会还设立了12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医学研究和支付受害人孩子的奖学

金。49 红十字会的主任Roger Perrault,被指控犯有过失罪。红十字会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并最终

导致其全部退出加拿大的血液市场。 
 
e. 其他国家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 
 
虽然以上所讨论的都是最大最著名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但如表一所示，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以

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发生。 
 
发达国家对血液的规范管理抬高了全球血液价格，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出现买卖全

血和血浆的非法采血系统，从而导致血液供应受到污染。50 
 
其他国家，如荷兰，由于政府没有及时采用热处理技术，从而导致人们通过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

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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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规范管理血液供应仍然是个问题。印度近年来持续爆发由血液供应引发的HIV
感染，52 而象肯尼亚这样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其血液供应中的HIV感染率较高。53 此外，在哈

萨克斯坦54和利比亚，55 最近媒体不断曝光输血感染艾滋的丑闻。 
 
总之，以上对国际社会的血液安全状况的叙述并非恭维。在一些国家，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对血液供

应管理不善，导致HIV感染发生；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政治和私人经济利益压倒了科学。美国没有

意识到迎面而来的灾难，更没有迅速作出反应；日本和法国的官员在个人利益和金钱诱惑面前动摇

了，政府没有保护好献血者和输血者的健康。每一个国家的血友病患者在面对这场快速蔓延的疫情

时，都异常脆弱。 
 
但是，在面对这些灾难时，上述提到的四个国家都找到了解决的途径。中国正全力应对受污染的血

液供应。从这方面来说，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能给中国提供有用的经验。这四个国家都开展了

全国性的调查，建立赔偿基金，并对血液采取集中控制管理。 
 
当我们去看情况更为复杂的中国时，应该牢记这些措施。 
 
 

 
 

III.   中国的经历
 
上面所讨论的都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其血液供应污染事件发生在较为有限的范围之内。通常感染在

一段时间之内发生。一旦丑闻被曝光，就引起公众的抗议，接踵而来的是大量的诉讼，政府的回应

（通常包括调查），最后，发布新政策对血液进行集中控制管理，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尽管各国不

一定按照这个顺序进行处理。 
 
中国血液供应面对的威胁更加复杂，而且威胁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的血液供应污染 

加拿大 

法国 

中国 

美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7 

表二: 国际血液供应污染事件 

日本 



始于90年代早 

期和中期，但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至今没有减弱。卫生部官员承认，医院和血液中心在采血时

仍有不规范的危险程序。中国的血液供应仍然十分危险和不安全。 
 
对受害者的赔偿也不能令人满意。由于没有建立国家赔偿基金，地方政府和法院只好自己处理血液

诉讼，使各地出现不一样的判决结果。 
 
中国这场危机的关键问题是： 
 

• 河南的例子。中国血液传播艾滋病问题源于九十年代中期，河南开始有村民站出来披露，全

省各地都有村民们因为到血站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一些血站是与卫生部门合办的，但感染

发生之后并没有追究任何官员的责任。今天，全国各地不断曝光由于在医院输血而感染艾滋

病的事件。 
 

• 经济压力使危机加剧。为什么中国仍不断出现新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尽管中央政府不

断努力制止非法的血液销售，经济压力却使这种地下交易继续加剧。正如我们在其他国家所

看到的，对血液及血液制品的高需求促使社会各方从各种渠道提供血液供应。体系庞大但却

缺乏资金的公共卫生系统，给中国造成额外的经济压力。医院，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的医

院，想法设法增加收入。输血的昂贵费用能够给处境艰难的医院和乡村诊所带来可观的收入。

但是，合法的血液及血液制品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当地医院及诊所转向非法的地下血头买

血，但血头既不对卖血者进行检查，也不对血液进行 HIV 检测。未来几年，中国对血液及

血液制品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使血液供应面临巨大的威胁。 
 

• 全国案件受理状况不一。为了寻求赔偿，支付不断膨胀的医疗费用，中国各省份因输血感染

艾滋病的患者开始起诉医院。但是，尽管有些省份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也支付了相对高的赔

偿，但很多省份拒绝受理艾滋案件，使他们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如同已经讨论过的

其它国家一样，中国血友病患者一直走在索取赔偿的最前列。 
 

今天，即使中央卫生部门制定并实施了全国艾滋病宣传和预防计划，医源性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仍不

断出现。  
 
河南的例子 
1985年中国确诊了第一例艾滋病。因为美国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中国最初的反应是认为风险存

存在于国家外部。早期的政策重点是防止可能的外国感染者进入中国。56 而且对西方的血液和血

液制品持怀疑态度。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地方卫生部门开始意识到，全球的血浆行业是有利可图的，特别对于贫困的

农村地区来说，更是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卫生部门开始建立商业性的血站，并向经济拮据的农民

宣传卖血致富。57 卖血者的年龄在20—50岁之间，他们每卖一次血能得到50—200元(6-25美元)。
58 为了卖更多血，他们到不同的血站去，或者使用假名。通过本报告开头提到的血液分馏及回输

过程，这些血站造成艾滋病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农村快速蔓延。 
 
中国认为，外国的血液是危险的，而国内的血液是安全的。在这种想法的蒙蔽之下，中央卫生部门

迟迟没有对国内的血液供应进行检测。59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接到本国卫生专家以及世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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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血液供应的安全提出警告。60 和上述的国家一样，中国对于警告的回应是缓慢的。直到1995
年春，因采供血感染艾滋病被曝光，当局才关闭了所有商业性血站，并且开始授权使用经过热处理

的血浆。61 尽管如此，当局承认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62 在农村地区，非法的地下血站继续存

在，这部分是由于市场对血液的高需求和血液供应短缺。 
 
中央已经承认，中国大部分省份遭受类似的卖血传播艾滋病问题。63 但是，河南的疫情一直是国

内外关注的重点，原因有以下几点：疫情的严重程度；河南离北京很近，而北京有很多记者和非政

府组织；河南省政府长期否认疫情的范围；64 地方政府有时对当地艾滋病倡导采取高压政策。65 因
此，近年来，河南一些村庄被定为示范村，作为政府实施干预政策的试点。 

在河南甚至全国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问题仍带有政治敏感性，这部分是由于九十年代灾

难发生时地方政府的行为。据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疾控中心的测算，中国的感染人

数为65万，其中河南有25036人。66 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字，因为尽管中国继续改进和发展它的检测

体系，但该系统远未能给出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然而，另一些专家声称真正的数字超过一百万。
67 河南的活动家一直指责说该省的实际感染人数要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自九十年代以来，河

南的艾滋病调查遇到了极大的地方阻力，这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公布艾滋疫情将会使其声誉受

损，对吸引外资产生影响。68 2007年8月，河南警方关闭一个非营利组织在河南的两个办公室，该

组织致力于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河南警方同时还禁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会议的召开，这个会

议将汇集来自全省的三十多个感染者支持组织。69 
 
尽管对于河南来说，九十年代的灾难已经过去了，但当时地方官员的参与造成的政治敏感性，仍然

阻碍着中央政府试图解决当地艾滋病问题的努力。此外，官员从血液行业中获取了暴利，但却没有

对官员问责，这给其他省开了先例，削弱了中央政府为推动全国血液安全所作的努力。 
 
经济压力使危机加剧 
 
尽管中国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而且中央政府随后即鼓励进行艾滋病检测，但直到1995
年或者更晚，许多省份才开始这么做。70 1995年，卫生部一名官员解释说，血液检测非常昂贵，

而且 
 
地方官员说当地没有艾滋病问题，所以他们不需要这么做。而且即使他们有钱买这些试剂，

也没有地方买得到。71 
 
在河南的血液丑闻发生之后，中央开始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规范管理血液和血液制品。1995年春，政

府关闭了所有商业性血站，并且开始规定使用经过热处理的血液制品。72 1997年，中央政府颁布

法规，对采血程序、整个行业的监督、惩罚违法者都做了规定。73 政府也开始提倡自愿无偿献血，

作为一项更安全的替代卖血的措施。74 
 
1999年10月，国务院通过了《献血法》，其中规定对血液进行检测。但是，几乎就在法律通过的同

时，中国专家就表达了对在农村地区实行该法的担忧。他们认为在农村地区，地下的血液交易会产

生丰厚的收益，该法的施行会遇到障碍。75 
 
九十年代以来，血液供应的规范管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问题仍然存在。中央定期开展全国的

血液安全整治运动。这些整治运动包括销毁受污染的血液制品，几十人被捕以及关闭了数百个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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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另外，政府联合红十字会开展了全国献血计划。77 
 
但是进展是缓慢的。在2000年，也就是中国开始采取措施保证供血安全的五年之后，时任中国卫生

部前部长长张文康承认中国“在保障血液安全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78 七年之后——2007年6

月，卫生部长宣布“在一些地区买卖血液的现象依然存在，血液安全仍旧存在隐患”。79 
  
定期的新闻报道披露了非法卖血的情况，血头把其他城镇的人的拉过来，让他们非法卖血。80 更

糟的是，正如卫生部发言人毛全安2004年对一位记者说，医院和卫生所也从事非法的血液交易。 

由于高利润的诱惑，一些官办的血液中心甚至医院也开始不当采血。举例说，很多

人依靠卖血为生，而医院和血站却频繁地在他们身上采血。而且，即使进行了血液

检测，往往也是做得非常马虎的。一些血站在采血时并没有参照国家制定的标准。
81 

卫生官员估计，尽管政府频繁打击非法血液销售，但临床血液供应中有高达20%的血液依赖于有偿

的血液销售。82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卫生部和

疾控中心的联合报告 
 

大约有69000人因为卖血、输血或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占艾滋病总感染人数的10.7%。

河南、湖北、安徽、河北、山西五省的感染人数则占其中的80.4% 。83 
 
很多的感染者是妇女和儿童。在一些情况下，妇女在生孩子时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然后又经母婴

传播传染给孩子。1 艾滋活动家万延海认为，这些状况已经对妇女儿童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最近，中国宣布对非法血站采取严格管制，包括取缔违法操作的血站。84 在一些地区，政府甚至

可能对血站的工作进行监控。85 
 
这些措施受到了欢迎，但未来的挑战要求有更彻底、更大范围的行动。一份2006-2007年的中国血

制品行业报告预测，在未来二十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生物制药市场。86 随着市场需求

以每年15%的速度持续增长，2007-2008年的血浆价格可望继续升高，这给医院造成了更多的压力，

同时也将刺激地下血液交易快速发展。87 
 
案件受理状况不一 
 
我们无法得到全国因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诉讼的统计数字。88 但是，全国各省有大量这样的案件，

特别是在河南、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89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血友病患者最易受到感染，

并且他们在通过提起诉讼争取赔偿的草根力量中起领导作用。 
 
但是，诉讼的结果有好有坏。在一些地区，法院拒绝受理艾滋相关案件。惟谦艾滋法律援助中心试

图帮助河南一名因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孩子起诉医院，但法院答复说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策，

 
1 Two of the best-known cases are that of Wang Weijun, whose wife was given a blood transfusion while giving birth to their 
child (Case narrative on record with Asia Catalyst), and Li Xige, who was given a blood transfusion by an illegal blood-seller 
while giving birth to her daughter (Li Xige, Open letter to Hu Jintao, Presid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ugust 1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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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和生活补助，法院接到通知，不能受理与艾滋相关的案件（请看附录一《四

免一关怀政策》）。90 一名艾滋律师指出，这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一种趋势。91 艾滋活动家李喜

阁给中国国家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她写到，她和其他一些患者在同一家医院感染了艾滋

病，但法院拒绝受理他们的诉讼请求，而且他们得到承诺，当地政府保证给感染者赔偿。但李说，

赔偿金一直并未支付： 
 

 
在这3年来，宁陵县人民法院一直不予立案，政府也不给解决赔偿问题，今天大女儿死亡整

整 3 年整。我看到大女儿的遗像时，看一看年幼的小女儿，我想自杀。法律的公正在哪儿?!92 
 
河南并不是唯一拒绝受理艾滋病案件的省份。在江苏，一群输血感染案件的当事人获悉，法院接到

通知，不受理与艾滋相关的案件，因为政府已经给感染者提供赔偿。93 
 
艾滋活动家李丹指出， 
 

 “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问题是它并没有区分艾滋病感染的途径。对于孩子来说，很容易证明

他们不是由于高危行为而是通过母婴传播或输血感染艾滋病，因此医院必须承担责任。94 
 
即使在一些省份艾滋病案件能够立案，诉讼也面临巨大的障碍，后面我们将进行进一步分析。只有

在极少数情况下，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且超越重重的障碍做出有利于受害者的判决。各个地区

的赔偿金额差异很大： 
 

• 在河北邢台，有数十人在同一家医院感染艾滋病。一些当事人只获得少量的赔偿；在一个

案件中，当事人获得 40 万人民币的赔偿。95 
• 在内蒙古，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成人每月获得 300 元人民币的补偿，儿童每月 200 元，另

外还提供一些咨询和支持服务。96 
• 在上海，法院判决给因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一次性赔偿 10 万元人民币，另外

提供每人每月 1000 元人民币生活补贴，以及一些医疗费用补贴。97 
• 在湖北，襄樊市承诺给每个输血感染者 10 万-20 万元的赔偿。98 
• 至今最大的集体诉讼发生在黑龙江，19 名感染者每人获得 25500 美元的赔偿，每月 382 美

元的补助和一些医疗费用补贴。有两名感染者死亡的家庭将获得 45000 美元的赔偿。99 
 
但很多诉讼从未走到这一步，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医院和当事人达成协议，即医院给受害者作出赔

偿，但当事人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来说，这些赔偿金额都较低。比如在吉林，有68人在声称

在一家医院感染了艾滋病，医院和他们达成协议，给每人4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血友病患者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中国大约有13万血友病患者。100 由于血友病患者依靠输用血液制品维持生命，因此他们是最早通

过血液供应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在八十年代末，浙江有四名血友病患者因为使用第八因子感染了

艾滋病毒，他们最后全都死于艾滋病。101 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禁止从外国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

血友病患者只能使用国产的第八因子，而中原地区卖血成风，受到污染的血液制品导致一些血友病

患者感染艾滋病毒。 
 
今天，上海血友之家副主任孔德麟估计，超过1000名血友病患者因为使用受污染的血制品而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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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102 
 
1998年，上海地区有64名血友病患者因为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第八因子而感染艾滋病。

万延海认为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由卫生部主办的。他们应该用专业的知识防止艾滋病传播，或者至

少提醒血友病患者会有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危险。103 
 
其中四名血友病患者死于艾滋病并发症,而其他一些患者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经由母婴传播传染给了

她们的孩子。 
 
2000年以来，一批血友病患者试图向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索赔。起初，法院拒绝受理他们的案件，
104 而且不管是这家公司还是该市的卫生官员，都一直否认他们应该承担责任。上海卫生厅卫生监

督局主任王磐石对记者说 
 

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与病人使用该公司生产的药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外出感

冒了，谁该为我的感冒负责呢？105 
 
2002年，上海法院下令为上海血友病患者成立一项赔偿基金。但是，该公司还是没有承担责任，而

且赔偿基金只针对在上海市内居住的患者。 
 
同时，在其他省份也有血友病患者站出来，声称他们因为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第八因子

感染了艾滋病毒。在湖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都有起诉该公司的案件。106 

 
 

IV.   诉讼问题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经历和上面所讨论的那些国家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与美国、日本、法国、

加拿大相比，中国有着更庞大、更贫困的人口。中国仍在发展其法律体系。作为一党制国家， 中
国的制度也面临着特定的挑战。举例来说，日本的选举给新的领导开创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血液供

应及艾滋病赔偿政策的机会，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

措施可以有选择地采纳、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环境。另外，国际经验已经部分地编撰成为国际法。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享有共同的责任。起草这些法律的专家非常熟悉诸如

艾滋病和健康权等问题的国际经验，因此，他们也给中国的政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健康权 
 
国际法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获得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的权利——也包括获得最高可能达到的血

液安全的权利。根据《世界人权宣言》(UDHR),，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

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107 
 
除了《世界人权宣言》，还有两个主要的条约构成国际人权法的基础：《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公约》(ICESCR)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中国签署并批准了ICESCR，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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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政府做出承诺，根据该公约采取步骤实现——或者说是逐步实现公民的健康权。根据

ICESCR，为了“逐步实现”健康权，该公约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

各个方面”，包括“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108 因此，国家必

须制定计划，以使各项设施达到最高可能达到的标准，并且采取措施推动计划的实现。 
 
在诠释健康权的时候，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承认，一个国家卫生设施可达到的标准，取决

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缔约国须保证 
 

决定健康的根本因素，如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和足够的卫生设施，医院、诊所和其他卫生建

筑，给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及专业工作人员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必需的药品。109 
 
为中国公民提供这些基础卫生设施，应当包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这些设施能够提供达到最高

标准的血液和血液制品。因此，中国农村，比如像黑龙江或河北这样一些地方的诊所和医院，其血

液方面的卫生设施也应该达到发达城市的标准。 
 
委员会的诠释还包括在一段时期内“逐步实现”健康权。这意味着，尽管缔约国可能不具备完全实

现健康权的条件，但他们“有特定和持续的义务，尽快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这一权利。110 
 
《血站管理办法》及《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了血站在采血和献血，医院及诊所检测和处理血

液供应时所要达到的各项标准。111 问题显然已经出现。全国有众多的国家和地方机构监督血站的

工作，但我们并不清楚哪个机构是否会对每次献血进行跟踪或对所有血站的采血资格进行鉴定审

查。112 制定更加集中有效的血液供应管理计划，有助于避免血液供应受到污染，同时也使经济窘

迫的医院很难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中非法买卖血液。亚洲促进会建议，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加拿

大、日本、 法国各国政府及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扩大或发起技术援助项目，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

加集中的血液安全系统。 
 
全国调查 
 
本报告所讨论的这些国家都授权某个独立的组织对血液供应灾难进行全国调查。也许这些调查的模

式可以归结为由Horace  Krever法官领导的Krever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深入调查了加拿大政府及红

十字会在血液丑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邀请受害者和专家出庭作证，迫使医药公司出庭作证，并学

习其他国家的经验。 
 
在总结调查的基础之上，作为遏制供血传播艾滋病的一种方式，日本和法国成功地启用刑事诉讼程

序起诉在这一事件当中应该负责的卫生官员。 刑事指控也使得那些负责制定和实施血液政策的官

员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而在中国，一些省份疫情的严重程度能够使日本和法国相形见绌，但从这一事件中直接获利的卫生

官员却几乎没有被问责。 
 
中国唯一一个卫生官员被问责的案例发生在内蒙古，这个省的艾滋病感染率相对较低。2005年，由

于在血液采集的过程当中导致11人感染艾滋病毒，法院判处两名县级的内蒙古官员3年有期徒刑。
113 
 
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对全国的血液供应进行一个高水平的，独立的调查，以确定官员的责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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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赔偿基金提出建议。 
 
但实际上，由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能找得到这样一个组织，能够不受政治或势力的影响，

进行公开的调查。尽管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开展调查，艾滋感染者公开出庭作证，

这是非常有价值且重要的，但就目前而言，改善、控制、规范血液供应，尽快尽可能多地对受害者

进行赔偿，则是更紧迫的任务。 
 
诉诸法律 
 

根据国际法，各国必须保证被严重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有权对这些错误进行补救。各国也必须向受害

者提供赔偿。即使在职的官员不对过去的侵权行为负个人责任，但他们必须为其前任的过失承担责

任。 
 
《世界人权宣言》保证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对这种侵害行为

作有效的补救。11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也重申并阐述了受害者有权对侵犯健康权的行为

作补救。 
 

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健康权受到侵害时，有权在国内和国际的水平上获得有效的司法或其他

适当的补救措施。这些侵权行为的所有受害者应该有权得到适当的补偿，可以采取归还、

赔偿、偿还或保证不再重犯等形式。115 
 
而中国的情况是，一些省份拒绝受理输血感染艾滋病案件，而另外一些省份则做出较高的赔偿，因

此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应该给予全国的公民平等的司法补救权 。不能只让一部分地区的人们

享有诉讼的权利，而否认其他地区的人享有该权利。116 
 
扩大普遍获得公平的权利对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受害者选择不接受国家

赔偿基金的赔偿，那么他/她应该保有提起诉讼、并适时审理的权利。此外，尽管赔偿基金可能会

免除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的法律应该使私人部门接受诉讼。亚洲促进会建议，中国司法部应让所

有法院立即受理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件。 
 
诉讼中的问题 
 
在短时间在让法院受理案件是非常重要的，但长期看来，由于以下所述的障碍，它可能并非是一个

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实际的诉讼结果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 
 
上面所讨论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都有类似的发展轨迹。直到今天，艾滋感染者仍旧背负着恶名和歧

视，情况并没有改变。他们往往不愿公开身份，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工作、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机会。

由于艾滋病存在潜伏期，以及受害者对公开身份的担忧，因此大部分血液传播艾滋病事件很迟才被

曝光。渐渐地，随着少数的一些人勇敢地站出来提起诉讼，恐惧变成了愤怒。随着人们激愤情绪的

膨胀，个人案件的堆积，联合运动随之兴起，艾滋病感染者开始团结起来进行集体诉讼。2 

 
2 The movement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suit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France to some extent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 high costs that plaintiffs and court systems faced in adjudicating suits individually.  The benefit of not having to 
subject a victim to what was then a much more stigmatizing public admission of HIV/AIDS status might have also been a factor.  
While collective suits are certainly more efficient, they also raise the stakes of litigation dramatically basing the fate of many on 
the decision of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ppellate court actually disallowed a group of HIV-in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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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的、少量的诉讼很快变成了一股洪流。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提起了300117 到500118 个案件。法

国则有大约2000个案件起诉。119 美国的诉讼几乎没有做出实际的伤害赔偿判决，3 而法国，特别

是日本，则达成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赔偿。4 
 
尽管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独特的，但中国的诉讼当事人也遇到了其他国家遇到过的相同问

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最终选择不依赖法律制度，而是建立国

家赔偿基金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 有关证据及取证的问题， 
•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 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血液， 
• 进行诉讼以及执行判决的时间。 

 
有关证据及取证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原告享有的取证权利不同。在一些情况下，原告必须证明于

某一卫生护理设施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发生，这时候是否能够获得证据是诉讼能否成

功的关键。但是，在各个国家，政府部门或非政府部门向法院提交证据的责任是不尽相同的。 
 
美国对私人部门的起诉大多不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法院拒绝通过针对被告的取证提案。为了使诉讼

获胜，原告需要掌握有关献血者、献血程序、医疗技术的使用以及血制品如何储存的信息；无法获

得这方面的证据往往使原告处于弱势。与此相反，在其他国家，由于取证请求被批准，原告胜诉，

特别是在法国和日本，被告往往很快就屈服了。 
 
在中国，大部分患者不能从医院获得他们的医疗档案，所以他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缺乏证据。

患者发现，他们没有将住院档案保存下来。医院也可能不承认病人曾住过院，或者不承认应该对感

染负责。在王为军的案子中，他的妻子在河北一家医院感染了艾滋病，但医院声称她不是该院的病

人，而且曾和其他男人发生过关系。120 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案件中，一个九岁的男孩起诉医院，控

告该医院导致其感染了艾滋病毒，但由于缺乏证据而败诉，尽管鉴于男孩的年龄，他不大可能通过

其他的途径感染。121 
 
万延海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 

 

找不到病历，而且大多数患者不知道他们应该自己复印一份病历。大部分输血感染的受害

者是妇女和儿童，这是因为医院常常在分娩或人工流产期间或之后给患者输血。这样的案

件往往很难证明。122 
 
不过，万指出，如果医院给病人输血了，会有钱入账，那么医院的财务处应该有收入记录，律师可

                                                                                                                                                             
hemophiliacs from proceeding in a class action suit because suit constituted too weighty a decision to be decided by one set of 
jurors.  Judge Posner, the presiding judge, also reasoned that the potential liability of the industry was so large as to endanger it 
with bankruptcy or unduly coerce to settlement.  Feldman & Bayer, Blood Feuds, 49.   
3 Prior to 1993, American courts almost never held for plaintiffs and after 1993 only did so rarely. 1993 was the year in which 
courts started sending the cases to juries to weigh issues of reasonableness. Feldman, “Blood Justice,” 673. 
4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court settlement and legislative compensation. In Japan and France, it is 
not as clear whether the ultimate recoveri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were court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rewards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That determination is not important for this paper. It is important that in France and Japan large legal actions greatly 
increased public outrage and pressured the government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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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这些记录作为医院责任的证据。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这个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1）原告是否能确定哪一特定行为导致了

艾滋病的传播，2)能否在当时的信息环境中确定某一作为或不作为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发生。上世纪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科学家还在研究艾滋病毒及其传播途径。

在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科学发展和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在中国血液供应污染发

生的时候，科学家对艾滋病毒和相关的危险因素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5 
 
在血液诉讼中，因果关系的问题往往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定血友病患者是因为使用这家公司（而不

是另外一家）的血液制品而导致感染。最终，日本和法国的法院都没有能够解决此类问题，因为他

们发现所有的血制品生产商都有过失。而美国在早期开始出现单个案件时，因果关系问题曾造成障

碍，但在后期的集体诉讼中就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血头”进行非法采血，没有献血者和输血者的记录，也就无法证明患者由

于输用哪个“血头”提供的血液而感染。 
 
对血液的法律界定：在血液诉讼中，对血液的法律界定是决定诉讼结果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历史

上把血液看作是传统产品或商品以外的东西。这一概念多年来被编进各个州的“血盾法”，它主要是

基于道德和现实的考虑，认为不能把血液商品化。将血液视为一种商品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因为出

售血液就意味着出售身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将血液视为商品，那么血液就会受市场力量的驱使，

大量减少血液供应会影响那些依靠不断输血维持生命的人们的生活。（在美国，如果某个产品使你

生病或对你造成伤害，你可以起诉生产该产品的公司获得大量赔偿。但是，血液中心被一些被称为

“血盾法”的特定法律保护着。这些法律的出现是因为在早期，输血是非常危险的，面对众多的血液

诉讼血液中心是无法生存下来的，因此他们将会退出市场。这些法律用来保护这些血液中心，使他

们能够继续经营。） 
 
当然，市场的力量对血液供应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实行产品责任制。在美国，产品一般都需承担严格

的产品责任，这意味着即使生产者没有过失或疏忽行为，只要产品造成了损害都可以起诉索取赔偿，

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常常能够获得胜诉。在严格的产品责任制度之下，即使鉴于当前的科学知识

水平，生产者无法预期可能产生的损害，血液制品生产者也必须为使用其产品所造成的伤害负责。

人们认为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了毁坏性的结果，因为这导致血液价格升高，供应减少，生产商退出

市场。血盾法阻碍了严格责任——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影响了所有严格责任的施行——它只

是简单地将血液视为商品以外的东西。由于不能基于严格产品责任进行起诉，美国的受害者必须证

明损害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者的疏忽，但当时对血液的科学研究尚未完善，而且大多数的生产者都采

取类似的生产工序，要想取得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对血液知之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将血液视为产品，但是当有合理的证据表明，血液供应中

                                                 
5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questions about how to determine what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care was in 
tainted-blood cases. The standard of care is the legal duty that American society expects it members to act in conformity with.  
For the medical field, the standard of care  has always been determined in light of what a reasonable medical practitioner would 
have don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When courts faced tainted blood claims in the early and mid-1980s they were faced with a 
situation in which plaintiffs were claiming that the whole industry violated a duty of care and was accordingly negligent. Th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concerning blood-borne viruses and the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the blood product supply suggested 
against holding the whole industry negligent. This type of question should not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discussions about blood 
practices in China post-1995, as scientists now know how to safeguard international blood supplies and blood donation practices.    



   
22  亚洲促进会：他山之石 

存在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危害时，我们应该让血液行业承担足够的责任，从而减少血液产品的生

产。但是，当美国的当事人提起血液传播艾滋病的诉讼时，这些法律已经过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

已经普及的科学知识。逐渐地，法院对血盾法的好感减少，他们受理诉讼案件，拒绝仅仅基于血盾

法而驳回这些案件。然而，这些法律越来越成为美国诉讼当事人的障碍。在日本，血液通常被视为

医药产品，法院更愿意受理血液相关诉讼。关于如何界定血液中国目前仍然不清楚。在未来的诉讼

中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案件审理和获得赔偿的时间：在其他国家，当事人发现提起诉讼争取赔偿是一个缓慢、痛苦的过程；

在一些案件中，在赢得赔偿之前当事人就死于艾滋病。法院和政府也发现诉讼是昂贵的，而且耗费

国家资源。 
 
即使患者成功赢得了诉讼，他们也可能在获得赔偿金的过程当中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王为军的妻

子和女儿在输血中感染了艾滋病，经过多年艰难的诉讼他赢得了36000元人民币的赔偿。但迄今为

止，他只拿到了三分之一的赔偿金。123 
 
不仅诉讼使人精疲力竭，而且在很多国家，诉讼当事人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赔偿金来支付律师费。在

美国，情况更是如此。联邦法院法官事实上拒绝了一群集体诉讼的原告起诉他们的律师，他们声称

律师并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实际上只是追求自己的成功酬金（胜诉才付给律师）。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原告的帮助，实在进行得太慢。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和日本只能

够获得有限的救命药物，而在漫长的等待判决的过程当中，很多原告去世了。在美国早期仅有的一

起著名的胜诉案件中，在原告去世的当天上午，陪审团才判给她810万美元的赔偿。124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诉讼往往不能作为一个国家解决血液供应污染问题的理想手段。因为诉讼结果

一般都会令受害者非常失望，也因为大量的诉讼会给法院和政府造成负担，因此多数国家最终决定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赔偿基金，为血液供应污染事件受害者提供帮助。而作为获得赔偿基金的条件，

受害者要签订协议，承诺不会提起诉讼。 
 
近些年，中国的法院系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革。不仅司法机关充分发展了自身的权利，而且已经

通过国家立法使得法院受理案件的程序简易化。既然中国同意受理少数农村的案件，打开了血液诉

讼的大门，给未来的案件开了先例。但是，大规模的诉讼似乎不太可能，而且也不具吸引力。相反，

通过立法建立赔偿基金，对于受害者和政府被告来说都是最适合的。尽管中国政府似乎倾向于考虑

司法补救措施，但中国血液问题的规模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建立赔偿基金。 
 
 

V. 赔偿 
 
大多国家政府和行业集团起初并不愿意为血液供应污染承担责任。但是，在本文所讨论的这四个国

家中，随着审判和调查的进行，收集到越来越多政府失职和腐败的证据。而且诉讼又揭发出了新的

证据，煽动了公众的情绪，即便如此，对血液丑闻的受害者来说，诉讼也并非寻求赔偿的理想机制。 
最终，国家开始通过立法建立赔偿基金。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

新的感染者急需资金的支持。 
 
第二，设立赔偿基金，是政府为过去的失误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象征着政府追悔过去的行

为。虽然一些国家之前也为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感染者提供人道主义赔偿和医疗援助，但赔偿基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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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这样一个隐含的信息，那就是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 
 
第三，政府建立赔偿基金，也是一项避免大量涌现索赔案件的措施。作为被告方的政府以及公司选

择为受害者提供赔偿计划作为唯一的补救措施，而不是让法院处理大量的案件，同时冒着无限责任

的风险。换句话说，为了获得赔偿基金，受害者就要同意放弃未来的起诉权。这使得医药公司能够

避免破产，也使政府能够预测和控制未来的支出。 
 
各国的赔偿计划安排如下： 
 
日本：日本1993年制定优厚的赔偿方案。该方案为感染艾滋病的所有成年血友病患者每月提供2328
美元的赔偿，此外血友病患者若因艾滋病相关疾病住院，则每月还另外提供318美元的补贴。125 
 
同时日本也提供抚恤金。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将得到为期十年、每月1575美元的补贴。如果是非

主要劳动力死亡，家庭会获得一笔63257美元的赔偿，以及1352美元的丧葬费。126 
 
尽管一开始这些赔偿并没有延伸到二次感染（例如，由于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友病患

者传染给其配偶）， 1994年对赔偿方案进行了修订，将配偶纳入赔偿计划。这项赔偿基金由日本

政府和医药公司共同资助。127 
 
加拿大：加拿大也给血液供应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赔偿方案。政府的赔偿开始于

1988年，每人一次性获得12万美元免税的赔偿金。128 各省还额外提供每年高达3万美元的补贴和5
万美元的丧葬费。他们还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为孩子提供后续教育培训基金及支付护理人员的

费用。129 
 
法国：法国对由于输血和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的进行赔偿。这些年来，赔偿数额增加了很多

倍。法国也有不同的基金为赔偿提供支持。 
 
1989年，法国政府为由血液制品而感染的患者提供了5298到30088美元的赔偿。同时，公共团结基

金——一项由保险公司专门为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设立的基金，根据感染者病情的严

重程度、患者的年龄、损失的收入和家庭情况，提供5128到29052美元的赔偿。130 
 
当证据表明全国输血中心明知血液制品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但仍将这些产品分销下去，民众的情绪

极其激愤；同时面对医疗成本的不断上涨，这些款项根本满足不了受害者的需要，法国面临潜在的

大量诉讼。于是法国建立了一项新的基金，为受害者每人额外提供一笔高达417377美元的赔偿。131 
 
德国：德国的赔偿计划是这样的，基金主要由药物保险公司提供，为每个感染者提供一笔最高数额

为367724美元的赔偿，同时也有对配偶的赔偿和丧葬费用补偿。132 
 
澳大利亚：其他国家为血液供应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基金，但拒绝将这些基金看作是赔偿。

以澳大利亚为例，它为在1979到1985年间感染艾滋病的个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133 符合条件

的人每年得到866到6935美元的补贴。该计划开始于1990年，到1992年有353人接受资助。由于赔偿

金额太少，而且是否获得赔偿并不取决于是否放弃起诉权，所以最终很多人通过法院起诉进行索赔。
134 
 
美国：多年来，作为第一个出现血液供应污染事件的国家，美国却是目前唯一没有建立赔偿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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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 
1995年三月，美国众议院提交了Ricky Ray血友病救助基金法案，该法案授权政府为在1980到1987
年间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赔偿。赔偿金额为一次性给付125000美元，而且接

受赔偿的患者要承诺不起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135 该法案直到2000年才有足够的基金进行运

作。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对于通过血液供应感染艾滋病的非血友病患者，美国至今仍未设立赔偿基金

对他们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并不能给那些正试图解决受害者赔偿问题的国家提供一个模式。 
 
但国际法在这方面再次给了我们一些指引。《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侵犯的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之

基本准则和方针》（基本准则和方针）重申并阐述了国家承担着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赔偿的法律

责任。136 
 
赔偿应该包括什么？《基本准则和方针》列出了广泛的内容：包括归还，赔偿，康复，偿还，并保

证不再重犯。赔偿应该包括： 
 
(a) 对身心的伤害； 
 
(b) 失去的机会，包括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 
 
(c) 物质损失及收入损失，包括潜在的收入损失；  
 
(d) 精神损害；  
 
(e) 法律援助或专家援助的成本，药物和医疗服务，心理和社会服务。137 

 
 “康复” 应该包括医疗和心理辅导等服务。138 “偿还” 可以包括向公众披露真相（前提是这种披

露不会进一步伤害受害者或受害者的家庭），公开道歉，纪念/悼念受害者。139 
 
因此，中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其他福利，但却没有区分感染是

否因为国家的行为而导致，因此该政策是不能代替赔偿的。血友病患者和其他患者由于输用医院提

供的血液和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他们遭受的肉体和身体痛苦是由医院和诊所直接造成的。他

们有权根据受到侵害的权利而获得赔偿。 
 
就整体而言，日本的赔偿计划似乎提供了最好的模式。它不仅为艾滋病感染者长期提供优厚的每月

生活补贴，而且一旦当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去世，还会给家庭提供支持。此外，对于那些在为昂贵的

医疗费用挣扎的家庭来说，支付丧葬费用可以极大地减轻他们的负担。亚洲促进会建议，中国建立

国家赔偿基金，为通过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提供赔偿，包括： 
 

• 每月生活补贴， 
• 若有家庭主要劳动力因艾滋病并发症死亡，对该家庭提供支持， 
• 支付丧葬费， 
• 提供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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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草根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本报告所讨论的赔偿基金和政府的反应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各国政府的行

为，但在每一个国家，基层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代表艾滋感染者和血友病患者的草根组织，在揭

露问题，组织诉讼，进行倡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40 但是，在血液供应污染事件中，不同的感染

群体团结协作对他们的成功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和法国，不同的群体一起工作共同揭露血液丑闻的内幕，使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公愤，在这一

个过程当中，非政府组织是最成功的。141 在日本，公众的愤怒甚至影响了国家选举，并给新的政

治领导人提供机会，解决由其前任造成的问题，同时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6 但是在美国，血友病

组织从其他艾滋病组织分离出来，甚至相互之间互相打压，经过多年才争取到赔偿。最后，美国只

给血友病患者提供赔偿。 
 
所有这四个国家——美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血友病组织在政策倡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艾

滋病流行初期，大量非血友病人通过输血人感染艾滋病毒。尽管一些非血友病患者成功地提起了诉

讼，但他们并没有像血友病团体那样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和同情。社会的反应影响了法院及政府

对受害者索赔请求的处理。 
 
在很多方面，血友病组织都处于有利的位置，由于拥有强大的会员制组织，使他们能够起领导作用。

在发生血液供应污染事件之前，血友病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为血友病患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健康信

息和为会员利益进行游说。142 当血液供应污染事件开始出现，血友病组织也已经有了强大的会员

基础。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将会员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David Kirp 写道 
 

随着与血液相关的艾滋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主要是在输血人群及血友病患者之

间），人们的愤怒也在不断累积。这种愤怒是否会变成集体行动……..取决于是否能

把这些人动员起来。血友病患者动员。143 
 
为什么非血友病人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动员？Kirp认为 
 

由于输用被污染的血液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广泛地分布在人口之中。他们是该国公

民近乎随机的样本代表，没有被压迫的历史，也没有组织可以求助。144 
 
美国的这些血友病群体能够鼓动政府委托美国医学研究所开展调查。在日本和美国，血友病组织通

过不断在媒体上报道丑闻，煽动和维持公众的愤怒情绪。 
 
然而，在美国，这些组织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并参加一些有时效果适得其反的内部争斗。全国血友

病基金会(NHF) 的执行主任起初反对建立一个只为血友病患者提供赔偿的赔偿计划。 Bayer 及 
Feldman 写道 

 

 
6 When a new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from a resurgent political party was elected in 1995, he appointed a new and progressiv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who moved quickly in finding allegedly lost documents and complying with discovery requests. 
These documents made inevitable later resignations and acknowledgement of guilt,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creation of a more 
robust compensation scheme. Feldman, “Blood Justice,”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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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8年，NHF的执行主任就明确表明他反对这样的计划……..首先，他认为如

果美国没有强烈的福利国家思想，赔偿的概念就不大可能得到很多支持。第二，他

怀疑国会是否愿意开这样的先例，为其他可能遭受医源性伤害的群体提供赔偿。第

三，争取赔偿的努力与另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相冲突，那就是让政府支持安全但却

更昂贵的凝血因子。第四，也是更引人注意的一点，他认为，为那些由于血液供应

而感染得人群争取赔偿，将是一个危险的分裂举动，使“无辜的受害者”与其他的感

染者划分开来。145 
 
许多血友病患者并不赞成这些观点，认为他们应该集中精力为自己争取赔偿。一些人认为NHF 与
医药公司过于亲近；事实上，NHF 主要是由医药公司资助的。 
 
由于全国血友病基金会的保守态度，使得另外一个血友病团体分离出去，并成立了“万人委员

会”(COTT)。“万人委员会”的名称是指美国大约一万名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这个组织开始游

说并争取赔偿。活动家们也成立了另一个团体，即血友病/艾滋病同伴协会，该组织在追究责任方

面更加激进。血友病/艾滋病同伴协会的负责人将全国血友病基金会(NHF)的前主任称为“血友病大

屠杀的约瑟夫·门格尔” （约瑟夫·门格尔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医生”）。146 
 
这两个组织在激起公众对丑闻的愤怒和组织血友病患者争取赔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到1993年，他

们的努力终于告一段落，这两个组织对5个血液分馏商和全国血友病基金会提起了集体诉讼并胜诉。
147 但是，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使得一些试图拖延达成协议，以期得到更多的赔

偿受害者几乎不可能得到赔偿。 
 
血友病组织将自己与其他的感染者组织区分开来，把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友病患者称为 “无辜的受害

者”。148 这使公众更加同情血友病患者，但同时也强化了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污名化。由于这种策略

和美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缺少联合，美国的赔偿政策歧视经由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不为采集

和分配受污染的血液供应而给他们提供任何赔偿。 
 
中国艾滋病和血友病非政府组织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团结协作能够加快实现为受害者争取赔

偿的目标。 
 
 

VII. 结论 
 

我们从这份报告中应该看到，如何规范和控制血液供应，如何解决血液供应问题，这样的一个学习

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在每个国家，学习曲线是类似的。 
 
在艾滋病疫情的早期，政府采取的普遍态度是否认事实。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否认主义无疑推迟了

美国对艾滋病作出回应，从而造成许多人丧生，导致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美国的血液供应受到污染，

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血液供应。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对美国的血液供应非常警慎，完全依靠国内

的血液供应，同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血液行业，制药业和政府监管部门之

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全国的血液安全来说也是灾难性的。本文讨论的这些国家都不愿去面对各自

的血液供应污染事件，但由于来自基层非政府组织，大量的诉讼，和负面媒体报道的压力，而最终

不得不正面做出反应。 
 
不过，因为这些国家已经走过这样一条路，并记录下哪些措施能够成功化解这场危机。这些国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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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全国调查；为受害者建立赔偿基金；采取措施集中管理血液供应系统，并提高效率。 这些努

力相互促进，为维护血液安全创造有利的环境。 
 
由于这些国家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每个国家都能够减少耗费在诉讼上的时间和资源，结束悲剧，

并确保灾难不再重演。中国能够这么做，由政府高层做出承诺，确保血液安全和获得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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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四免一关怀政策 

 
2003年，中央推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随后全国的示范区扩展到127个。在这项政策下，中国政

府承诺提供： 
 

•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免

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 

•实施免费自愿咨询检测； 

•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 

•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 

•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救治关怀和经济援助。 
 
同年，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开展了关怀项目，这是在中国中部艾

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安徽、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陕西），“一次广泛的以社区为

基础的艾滋病综合治疗、关怀和预防项目”。149该项目的目标是推广免费的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
150 
 
尽管这些项目给很多人带来了抗病毒治疗——中国目前有20453名感染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

法，中国卫生部承认“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是不平衡的。151 早期，很多接受抗病毒疗法的患者

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由于医护人员没有经过很好的培训，无法给病人提供咨询，很多患者放弃了

治疗。这使得患者有可能产生耐药性。152 
 
此外，无国界医生指出，由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垄断，固定量复合剂和二线药物都很难得到。儿童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只在有限的基础上获得”。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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